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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侠文化]　　　　 主持人:韩云波　
　　主持人语:随着文献的发掘和整理,近年来的民国武侠小说研究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其意义不仅是

在于民国武侠小说这一文学类型本身,更在于这些研究提供的２０世纪前半叶中国现代性历程的深度阐

释和广度延展.本栏目长期注重民国武侠小说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颇有分量的研究论文.本期栏目

刊出文章两篇,均以民国武侠小说为题材进行切入,但其意义又并不仅仅止于民国武侠小说本身,而是

将其放到更加宏大的知识背景和行为方式中,以丰厚的材料、深入的论述对相关问题进行具有广泛延展

性的研究.刘大先是活跃于民族文学研究领域的优秀青年学者,有评论称他的研究具有“沟通古今中外

的修为才情、开阔明晰的学术视野、扎实的文本细读”等突出特征,他以“多元族群文学”观念阐释中国文

学发展,有效地建构了“文学共和”的批评进路.在武侠小说领域,旗人文学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书写了

诸如“鹤Ｇ铁五部曲”这样的扛鼎之作,并与汉族武侠小说形成明显的风格差异.刘大先指出,这源于侠

文化中旗人观念与传统观念之间的差异与张力,形成了关于秩序的维护与反抗之间的冲突.旗人武侠

表征了从前现代到现代之转折时期的一种历史文化想象,具有映射时代与社会变迁的功能与意义.石

娟在对民国通俗小说作家作品进行系列考察的基础上,着重研究其市场运作,提出“民国武侠小说的副

文本”问题.她以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为例,认为在文本内部因素之外,还有与文本生产密切相

关的副文本建构,包括选题策划、文学广告、文本评点等诸多因素的参与,共同成就了阅读市场的生成及

其后经典化之可能.本期栏目的两篇文章,均在研究视野上有较大拓展,对于从更广阔的文学场域来认

识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和积极的意义.

旗人文化与清代以降武侠文化的变迁
刘 大 先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文学研究所,北京市１００７３２)

摘　要:考察旗人文化与清代以降武侠文化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满族文化传统、八旗制度的历史遗产

与现实语境互动之下武侠文化的整体性嬗变:侠文化的反抗精神退缩,而着力融合于主流意识形态,并融合民

众以起到维护现存秩序的功能.到了晚清,现代性的转型与市民社会兴起,使得旗人武侠文化破产,古典武侠

的反叛与自主精神再一次得到张扬,并与民族主义相结合,构成了当代武侠文化的前身.作为从前现代到现

代之转折时期的一种历史文化想象,旗人武侠文化的特质具有映射时代与社会变迁的功能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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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皓峰在«刀背藏身»的自序中说到,１９２２年赵焕亭开始写武侠小说,将“武术”改成了“武
功”[１].考之文献,虽然“武功”一词并非赵焕亭首创,至少在刘鹗«老残游记»中就有“武功绝伦”的
提法,但赵焕亭赋予了“武功”以系统内涵,发明了“玄天罡气”“先天真气”之类说法,创造了服用“千
年灵芝”大增功力的情节,影响深远.同时,赵焕亭还擅长描摹世态人情,对侠义公案小说的说书口

吻有所革新.赵焕亭的第一部作品是写乾隆、嘉庆年间故事的«奇侠精忠传»,开篇的场景是一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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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天,两名四品武官躲在民宅门檐下,却不敲门入户,因为扰民会有失身份.徐皓峰感叹这种重礼

仪、讲秩序、守规矩的古风在现代以来备受颠沛,导致长幼失序、尊卑混乱,而武侠小说折射的正是

古典礼法社会在近代社会的窳败.赵焕亭(１８７７－１９５１),又名绂章,生于河北玉田,汉军正白旗人.
当时的武侠小说,以“南向北赵”并称,“向”是以«江湖奇侠传»出名的平江不肖生向恺然,“赵”即是

开启了后来“北派五大家”的赵焕亭.徐皓峰不经意间提到的赵焕亭小说细节,反映了旗人武侠小

说的集体无意识———他们往往以遵守主流政治价值观为规范,“奇侠”并不以武犯禁,而是“精忠”地
“以武助禁”,将桀骜不驯的侠士改造成“为王前驱”的鹰犬.这其实是清代侠义公案小说中的普遍

现象,“晚清小说中侠客的归顺朝廷,在文学发展史上有其必然性”[２],它涉及清代意识形态及社会

史的巨大变迁,也显示了“尚武”与“任侠”之间长久以来处于扞格状态的暂时性平复.对于此点,很
少有人从旗人制度与文化的角度予以解释,本文略作讨论.

一、八旗制度与集体记忆

旗人是一个复杂的群体,包含满洲、蒙古、汉军,还有鄂温克、达斡尔、锡伯、朝鲜、维吾尔、俄罗

斯等不同族群,其主体则是由三大女真部落发展而来的满族[３].满族先祖原为白山黑水间的渔猎

民族,无论是在生产还是生活中,跨马扬鞭、渔射田猎是其重要的生活内容和生存技能.在满洲崛

起过程中,建州女真统一各部,征战厮杀更是常事.这种地域与族群渊源形成了剽悍的尚武传统.
骑射与日常生活关系紧密,且在满洲建国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皇太极说:“我国士卒初有几何?
因娴于骑射,所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天下人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威名震慑,莫与

争锋.”[４]卷三十二,崇德元年丙子十一月癸丑,p５６９即便在入关之后,从上层贵族到底层民众也都以尚武好战为能

事.昭梿说:“国家以弧矢定天下,凡八旗士大夫无不习勚弓马,殊有古风.”[５]流风所及,旗人作家

对武侠文化情有独钟;代表作家作品有石玉昆(１９１０－１８７１,旗籍未考)«三侠五义»、文康(１７９４－
１８６５,镶红旗)«儿女英雄传»、赵焕亭«奇侠精忠传»«双剑奇侠传»«清末畿东大侠殷一官轶事»«殷派

三雄传»«英雄走国记»«蓝田女侠»等、王度庐(１９０９－１９７７,镶黄旗)“鹤Ｇ铁五部曲”及«紫电青霜»
«新血滴子»«风雨双龙剑»«宝刀飞»«洛阳豪客»等.此外,老舍(１８９９－１９６６,正红旗)和徐剑胆(自
了生,生平失考)等尽管并未专门写过武侠小说,但许多作品如«断魂枪»«神拳»«妓中侠»«盗中侠»
等都有武侠的因素.

当清初太祖、太宗创业之时,太宗皇太极命弘文院大臣读«大金世宗本纪»,知金世宗完颜雍提

倡“衣服语言,悉遵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之法,“虽垂训如此,后世之君,渐至懈废,忘其骑

射,至于哀宗,社稷倾危,国遂灭亡”[４]卷三十二,崇德元年丙子十一月癸丑,p５６８.以史为鉴,他强调“国语骑射”[６]的

重要 性,认 为 “此 系 我 国 制 胜 之 技 ”[４]卷十三,天聪七年癸酉春正月庚子,p２３５,一 再 强 调 “武 功 首 重 骑

射”[４]卷五十四,崇德七年辛巳春正月己未,p９０５.尚武强军、好勇斗狠与开疆拓土、保家卫国的实际需要联系在一

起,赋予了旗人性格中的勇武精神以“国家根本”的价值.
在民族性格的塑造上,由于中原文化的传入及满洲早期翻译文学的影响,比如«三国演义»等小

说的译介,关羽等人物的忠义形象成为重要的精神资源[７],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满族文化中尚武与

侠义的面相.当然,尚武与侠义二者之间如果从侠文化的渊源来说,其实存在着一定的割裂.侠义

的内在精神是“以武犯禁”,匹夫阴操生杀赏罚之权对统治阶级有着直接威胁,是秩序的破坏性、裂
解性因素;尚武却并不必然要反抗既有秩序,相反,如果能够纳入到统治秩序之中则有助力的作用.
这一点放到满族文化发展史来看尤其明显———侠义与尚武二者往往会结合在一起.进一步细化则

会发现,尚武更多的是统治阶层出于征伐、卫国、靖边的需要而提倡的国策;而侠义则是一种质朴的

原始正义感.在清朝定鼎中原之后,尤其是在清代中晚期的大众文化中,侠义更多的是通过民间通

俗文艺形成的平民想象性的正义诉求心理.
“清朝统治中国,实行旗人与民人分治二元体制,即以八旗制度管理旗人,以省、府、州县制度统

治民人.”[８]旗人重武,对民人却有意钳制.尚武精神此后在八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得到强



化,两者进而彼此相互影响促进,逐渐形成了旗人的民族性格.这种民族性格就是所谓的“八旗精

神”,中心“是对清朝的忠诚”[９].旗人入关后,清朝统治者一再强调“满洲甲兵,系国家根本,虽天下

平定,不可不加以爱养”[１０].“爱养”的八旗制度形成了不事生产、专门从军的职业化甲兵制度,八
旗兵丁成为职业士兵,不再从事其他类型生产劳动.因为待遇优厚,加之清中期以后大规模战争陆

续结束,八旗将士逐渐骄逸自安,至乾隆时期,八旗武力的优势已经很难保持[１１].八旗制度奠定了

满族民众普遍遵守制度秩序的习惯,并内化为一种自然的心理,影响到带有共通性的民族性格的形

成.“重视组织的作用,组织纪律意识较强.但是,由于过于考虑组织的要求,也形成了保守意识,
容易将个体淹没在组织中,主动性、创新性不足.在八旗制度下,人们形成了某种集体保障观念、等
级分配原则和观念、注重功绩的意识.但是,也形成了保障依赖意识、不平等分配的观念、依赖祖荫

的观念,丧失了开拓进取精神.”[１２]这种尚武意识与秩序观念对于自主与叛逆的侠文化显然会构成

压抑,它属于主导性意识形态的要求,并且在实践中随着时间的流逝,积淀为旗人文化的重要特点.
族群传统的遗留加上统治阶层的倡导,上行下效,甚至旗人女子也表现出不输于男子的英武刚

烈气概.李民寏«建州闻见录»载:“女人执鞭驰马,不异于男,十余岁儿童,亦能佩弓箭驰逐.少有

暇日,则至率妻妾畋猎为事,盖其习俗然也.”[１３]驰马射猎既是民俗,也是技艺传承.在纳兰性德

«浣溪沙»“有个盈盈骑马过,薄妆浅黛亦风流”[１４]的词句中,“盈盈”二字就活画出“见人羞涩却回

头”的骑马少女的娇羞中,仍有着不同于汉人闺秀的飒爽英姿.乾隆之女和孝公主颇通武艺,“性刚

毅,能弯十力弓.少尝男装随上校猎,射鹿丽龟”;康熙朝将军萨布素的夫人苏穆曾驰骋边疆;武英

殿大学士麟书的夫人夙娴武术,曾在乌鲁木齐以一支白蜡杆击退群盗[１５].乾嘉年间镶黄旗文人和

邦额也曾记录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某护军从军南征,夫人归宁,只有１９岁的女儿一人在家,邻家少

年时常调戏她,甚至在板壁上用刀挖孔偷窥,少女诱使少年“解盉出势,纳入孔中.女即捉之,佯为

摩弄,潜扳鬓钗横贯之,脱颖而出.少年僵立痛甚,号叫声嘶.女出房扃其户,置若罔闻”[１６].其当

机立断、果敢凶狠的手段,不是一般汉人女孩所能做得出来的.道、咸年间与纳兰性德齐名的镶蓝

旗女词人顾太清«金缕曲»等词咏红拂、红线、红绡等一系列古代侠女,表达了由衷的倾慕与赞

颂[１７].这样的集体记忆和民族性格,自然影响到文学书写和文学形象的塑造:一方面在叙事模式

中融入武勇游侠成分,即使是在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世情小说模式中,亦颇有侠义小说的因子;另
一方面,则是出现了一些新的女侠形象,比如旗人作家笔下出现的侠女十三妹(文康«儿女英雄

传»)、玉娇龙(王度庐“鹤Ｇ铁五部曲”)等人物,就明显不同于主流侠文化传统里的聂隐娘、红线女等

人,带有旗人社会里妇女地位较高的文化因子,更具泼辣爽朗的民族性格.
«儿女英雄传»中十三妹大闹悦来店、火烧能仁寺的那几回天外飞仙般的情节,与全书风格明显

不协调,这是因为它直承前代剑侠小说,脱胎于当时在京师流传极广的十一娘故事,因此,“小说前

一半的十三妹取自传统题材,充满了江湖气息,而后一半的何玉凤是作者理想中的佳人,充满了道

学气息.二合一的结果,是塑造了一个既有别于传统世情小说,也有别于侠义小说中的妇女形象.
可以说造成何玉凤形象特殊性的根本原因是题材传统力量制约与创作主体意识求新之间的矛

盾”[１８].这种分析有一定道理,但没有注意到的是,这种文本内在冲突不仅是叙事模式本身未臻圆

满的结果,更是思想观念上的变化,即文康试图融合行侠与守序,让原先具有威胁性、难以驯服的江

湖力量规训到既定的庙堂秩序之中,一方面崇尚刚健武力和非同寻常的武艺技巧,另一方面又要使

得这种武力不至于逸出于统治秩序之外,而要能够加入到主导性意识形态的框架之内.这二者原

本是龃龉不合的,强行糅合在一块,自然显得卤莽灭裂.由此也可见,八旗制度及其集体记忆已经

渗透在文学表述的潜意识之中,不惟在旗人那里如是,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也同样产生了弥散性的

影响.

二、清代侠文化的旗人背景

满人以边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文化观念上虽然接受了中原正统,在实际行政与管理中却丝毫



不敢松懈,专制制度严苛,国家机器极大强化,除了八旗和绿营各地驻防之外,对社会和民众的控制

强化到保甲连坐的程度.清代严厉禁止一切有碍集权统治的行为,除了对谋反实行铁腕镇压之外,
集会聚众也被严厉禁止.«大清律例»“刑律贼盗上谋叛第七条例文”记:“凡异姓人但有歃血订盟、
焚表结拜弟兄者,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减一等.若聚众至二十人以上,为首者拟绞

立决,为从者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其无歃血盟誓焚表情事,止序齿结拜弟兄,聚众至四十人

以上,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减一等.若年少居首并非依齿序列,即属匪党渠魁,首犯拟绞立决,为
从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此条是从康熙年间«现行则例»改定的,雍正三年律内原则是“一凡

异姓人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不分人数多寡,照谋叛未行律”[１９].如此苛刻的律法,便是防患于

未然,禁灭一切聚众结社以形成帮派危害统治的可能性.
但另一方面,清初满汉矛盾十分激烈,文人志士与宗社故老、明室遗民常怀恢复山河的壮志,在

反满情绪蔓延之际,许多文人学者一反文弱之风,崇尚武学侠义.精英思想波及到现实层面,底层

民众也多有不堪压抑而结成秘密组织者.秘密社会组织以教门与会党为形式,从清初开始陆续起

事的就有收元教、黄天道及其南传的长生教、罗教、弘阳教、东大乘教、清茶门、三元会、天地门、八卦

教、圣贤教、九宫道、青莲教、一贯道等[２０],主要活动在北方;而天地会、哥老会、青帮、小刀会等会门

则主要在南方,甚至延伸到海外,成为反叛清廷直至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力量[２１].官府与江湖之

间的对峙彼此强化,使得清代武侠文化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局面.
在文学史自身脉络之中,有学者指出:“清代有近百名文人学者都写过武侠小说.而清廷在平

息了‘三藩之乱’,兵定了台湾之后,不但在政治上出现了相对的稳定期,也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发

展,市镇日益繁荣起来.由于市民阶层的不断扩大和需求,刊印小说成为书商的热门货,这也为武

侠小说的大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时,我国的武术技击继明代以后又有了大的发展􀆺􀆺因此

在社会上流传了不少有关侠客的传说.加之统治阶级苛政猛于虎,广大下层人民往往寄希望于‘清
官’平反冤狱,抑制豪强,寄希望于‘侠客’杀奸除恶,一抒人间不平􀆺􀆺至嘉庆、道光年间,因清廷腐

败,白莲教、天理教等下层秘密组织纷纷起义􀆺􀆺义军中就有人投靠朝廷成为清室打手,而‘游民辄

以从军得功名,归耀其乡里,亦甚动野人歆羡’,并衍成故事在民间流传.在城镇说书的艺人,为投

合政府和市井平民、游民商贩的心理,遂编说此类故事以谋生.于是在宋人公案话本和明人专门宣

扬清官的公案小说基础上,加进一批所谓的侠义英雄人物和事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清人侠义小

说.”[２２]侠义公案小说由此在制度的缝隙中寻找到了一线发展空间.
政府严密控制、文人反清意识、民间正义诉求三个方面的张力,共同造就了有清一代尤其是清

中后期侠文化的特色.清代武侠文化是一种维护现存秩序的文化,其中以生于天津的旗人石玉昆

为代表.作为道光年间著名的评书及子弟书艺人,石玉昆长期活动于北京.他采撷故实传闻演述

的«包公案»,被改编为唱本«龙图公案»,进一步演述为仅有白文而无唱词的«龙图耳录»,又被文人

加工润色为小说«三侠五义».«三侠五义»实际上反映了清代普通旗人治理国家的构想———官侠合

治.侠本是与政府对立、自由独立地实现着自身价值的,但如果要济苍生救众庶,侠就不免要加入

到政治集团中来.以包公为代表的官员,其清正廉洁、勤政爱民的素质与侠的愿望是一致的,于是,小
说构想出“三侠五义”等一批侠义之士帮助包公治理国家、安抚百姓,铡贪官庞昱,除恶吏庞吉、郭槐、
苗秀等,扫荡社会恶势力如恶霸马强、淫棍花冲等.从这个角度说,侠助忠良折射了一般民众的愿望.

对秩序的尊重是所有大众文化的共同特点,也与旗人文化同构.从石玉昆那里可以看到旗人

文化的深刻影响,«三侠五义»体现出来的传统侠义精神的退场,官侠合流模式的出现就不仅仅是社

会主流思潮和一般意识,更是旗人群体的集体心理积淀的呈现.当然,如果基于此就断定石玉昆必

然出于维护满族民族尊严而拥护王朝统治,这自然不免诛心.而从他的听众来看,上至大宅门里的

王公大臣,下至茶馆酒肆的贩夫走卒,为了获得广泛的受众面,说书人的审美趣味和思想旨趣必然

要加以迎合,从而停留在一般观念与审美层面.“以武犯禁”不被主流意识形态接纳和认同,而潜伏

在普通听众心里的对于传奇和英雄的渴望又不可止息,两种审美需求之间的紧张形成了妥协,于是



就出现了侠义精神的变形和转化.同时,从石玉昆的社会身份和阅历、教育、思想资源来看,他并不

是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对于国内外形势和社会发展方向等并没有明确的认识,他只是一个大众文

化的明星,这决定了«三侠五义»的思想意识较之于前代的«水浒»不可能有所突破,而更多的是与同

时代出现的«施公案»«彭公案»«狄公案»«海公大红袍»等通俗小说不谋而合.
旗人武侠小说突出的特色是惯于描写颇具写实色彩的世情与民俗,这些闲笔往往盖过绿林异

士的行侠仗义与武技神功而成为叙事主体,流露出浓郁的北方风情和方言特色.“快意恩仇”已成

为一种不可触及的想象,侠义小说中那些江湖豪客最稳妥的去处是向体制和权力的自觉归附,在合

法性体制中寻得自己安身立命的处所.赵焕亭«双剑奇侠传»中的大侠邹玉林,因寻访旧友而流落

到浙江诸暨,协助地方团练对抗太平天国.侠客被视作在官府与底层民间的一种协调性的中间力

量,起到了平衡权力、维护地方稳定与自治的功能.在尊重皇权与清官的基础上,侠客的行为不能

触犯法律,他们处心积虑地通过合乎制度律法的手段惩奸除恶,而不是自作主张地赏善罚恶.在

«奇侠精忠传»中,杨遇春将一个村落山神庙中兴妖作怪、淫乱妇女的妖道杀死后,并不是一走了之,
而是声称“罪不容死,自有国法处置”,并把其余不法僧徒交由地方官府治罪.«清代畿东大侠殷一

官轶事»里的主人公被绿林大盗玉格格诬陷,也没有一走了之,而是主动戴枷入狱,直到真相大白,
显示出对“国法”的尊重.行侠中对于法律的认知、尊重和顾忌,在旗人武侠小说中几乎无一例

外[２３],这构成了清代武侠文化的整体性特点.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清代侠义文化总体上渗透着旗人文化的特质,预示普通大众道德将逐渐取

代更为精英化、超越性的传统之侠的伦理观念.正如清代作为中国最后的帝制王朝所面临的现代

性转型一样,侠义公案小说已具有现代市民社会的特征.«三侠五义»中白玉堂的形象,就“隐隐约

约透露出中国民间社会在新旧交替之际的某种心理骚动.他对于传统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的重新

审视,对于自我发现的某种朦胧意识,都是以地道的中国方式表现出来的,粗浅然而扎实,丝毫没有

外加的粘贴痕迹”[２４].这种变迁固然是因为帝制王朝遭受外来殖民文化冲击的反应,但同时也是

中国本土传统内在活力的结果,显示了武侠文化本身固有的个人主义理念及其在现实实践中的艰

难步履,并由此酿成一种内在冲突.伴随着经济、生产、生活方式的近代化,商人与市民在社会阶层

中逐渐壮大,中国文化的既有传统遭到“富国强兵”的现代功利主义的冲击,历史上那些狂宕无检

束、反正统的亚文化之侠,就失去了遁逃的现实与精神空间.
这是古典武侠精神的溃败,也是旗人文化秩序与规矩的崩解.«双剑奇侠传»的开头借用光绪

年间某进士的名义写了一首诗:“侠徒今老矣,赤脚雪盈颠.夜夜深林下,朝朝抱虎眠.”“这首五言

绝句老横无敌,宛然唐音,虽止寥寥二十字,却活画出一末路失意的侠徒.但看赤脚,贫可知;雪盈

颠,老惫可知.深林乃是避匿之区,抱虎喻存桀骜之气.”[２５]这个失意落魄的侠徒,就是近代侠文化

的典型意象,尽管桀骜之气尚存,却已经疲敝不堪,因为江湖绿林的飞地已经在近代商业、科技、法
律的合力挤压中消解无遗了.如果说老舍«断魂枪»中的沙子龙还能够通过秘技自珍、自我退守而

保留自尊,王度庐«宝剑金钗»中的李慕白已经面临生计的窘迫,而到了«绣带银镖»里的王五、«风尘

四杰»中的双刀太岁那里,则已经穷愁不堪、毫无尊严可言,成了过时而落魄的市井小民,纵有惊人

武技也只能苟延残喘于穷街陋巷.“侠”的形象的历史变形,显示了侠文化从先秦而下的反抗权威

到清代以降的与官府合作———侠文化在现代必将迎来某种形式的退场.

三、肉体与技术的博弈

从“侠”的诞生开始,其形象和内涵就已有了数次变形,发生在现代的这次变形,也并非什么新

鲜事.春秋末期王纲解纽,侠从“士”的身份中分离之时,就已经历了政治学意义上的身份死亡,从
此进入正统之外“以武犯禁”的庙堂对立面———这一点被后来各种历史、文学、影像书写所继承并发

扬光大为“江湖”“绿林”的异质空间.侠在中国文化中成为一种强大的亚文化传统,正是要得益于

它从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上的抽身而出,成为诗学的主角,转化为一种想象性的存在.它的活动



空间,从干涉朝堂的卿士到与统治权力两两相望的另类权力,再到市井街巷的平凡民众,最终只能

化为缥缈的个体,畅游在恣情快意的幻想之中.
«史记»中的汉世豪强之侠与闾阎之侠,在社会学意义上取消了侠在哲学形而上意义层面的非

功利性和公共性,将其拉平成为日常社会阶层划分和描述性的一种称谓.先秦之侠作为实际的存

在,在汉之后,都成了“慕侠”的想象性存在,即它成为心理与情感的意象而不是实际的客观存在.
“侠”于是成为一种诗意化的文化,现实中游民、镖师、会党、道门、帮派一类底层社会的龃龉、纷扰、
困苦、豪气干云却壮志难酬,在武侠传奇与小说建构的旖旎瑰丽的文本中得到净化、拔高、升腾和超

越,一举成为可以同世俗王权并驾齐驱的他者权力.这种权力靠身体上的超常发展(各类武功)、空
间上的隔离(名山大川偏僻之所)、情义和信念的拜物教(日常生活被贬低为蝇营狗苟)而具备了迷

人的魅力,从而成为“成人的童话”.诗学武侠有着独特的价值观,刀光剑影、惩恶扬善、爱恨情仇、
快意江湖,侠士们的轻生、重义、勇力、然诺,塑造出一种在立德、立功、立言的正统“不朽”之外重信

讲情的亚文化传统.这个传统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五伦”之中独尊朋友一伦,具有普

遍的社会化和利他主义意识.因而,侠文化是一种具有去利害、反契约、反现代性的个人主义色彩

和英雄主义气质的文化,而用之以约束个人行为的准则,则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心知肚明达成默

契的“道义”.它可能有着已经绝迹的墨家的遗风,但正如韩非所批评的,侠的问题恰在于行私,藐
视公权,行小德而罔顾大义.然而,众生小民本无所谓“大义”,他们需要的是情感满足、消费形象与

词语的瞬间快感.武侠文化就特别能够通过虚拟情境来填补权力、金钱、欲望、自由上的现实匮乏,
因而诗意武侠在特定时期的形态总是映照着彼时彼地的社会压抑性语境,这同技术武侠构成了鲜

明的对照.
“武”是“侠”之所以成为“侠”的根本,它作为一种虚拟权力,成了“侠”能够豁免伤害,是追求正

义的凭据和保证.在冷兵器时代,肉体技术的自我训练确实能够获得一定的对于官方社会制衡式

的武力.但近代以来,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的科技发展和启蒙运动后的法律体系与民族国家的建

立,使得肉体与技术的博弈出现了失衡.个体的肉身无论如何强悍,都已无法对抗现代科技,热兵

器让武术技击贬值了.这中间还涉及现代性进程中的西方文化冲击,武术作为传统文化的有机组

成部分,已经难以抵挡代表现代文明的西方枪炮的威力.老舍的父亲作为守卫皇城的旗兵,就是死

于八国联军的枪弹之下,多年以后,老舍写了话剧«神拳»,里面的义和团大师兄高永义起初还相信

能够飞剑取人首级,并且信誓旦旦地宣称:“义和团善避刀枪,还怕什么呢? 􀆺􀆺有了武艺,再加上

神法,咱们就没挡儿,准的!”[２６]１１９结果却是即便有武艺在身也抵挡不住八国联军的炮弹.另一方

面,技术的发展与法律的建制,也让武侠的扶危济弱在现实中没有施展空间,甚至可能惹祸上身.
就像王度庐«绣带银镖»开头那一段充满感伤的忆旧话语:“无论有多么好的身手,或是手使什么‘龙
泉’‘太阿’削铜剁铁的宝剑也绝对斗不过洋枪;再说现在到处都有警察,所谓‘江湖好汉’‘绿林英

雄’那是一万个也行不开的.”[２７]这一切带来了武侠之梦的幻灭,传统意义上的诗意英雄在现实社

会中举步维艰.但作为一种边缘文化动力,武侠文化并没有因此消失,“实在说,他们(那些镖师侠

客)若是在今日还活着也必等于一个废物,但,似那等的血性男儿,激昂的壮士,在现代还真是少

有”[２７].只要有压抑,就会有现实中的反抗和想象中的反抗,虽然现代科技让武技在现实中不再具

有实用性,但侠义的精神依然富于勃勃的生机,就像高永义相信的只要有“这股子气”,“多少外国,
多少洋枪洋炮,也永远分吃不了咱们,灭不了咱们!”[２６]１９２“这股子气”便是武技失效后仍然有效的侠

义反抗精神,它会在新的语境中获得转型、张扬与发展.
武侠文化在近代一反清代旗人文化影响下的妥协性、依附性与秩序性,再次成为秘密社会的道

德准则和伦理文化,只是淡化了玄妙的“武”而强化了“侠”所包含的“义”.司马迁以儒墨伦理观为

主要参照,提出以“义”为核心的“信”“功”“洁”“让”统一的侠之品德规范[２８]２２Ｇ２４,这些内容一度在旗

人武侠中被秩序所统摄和压制.晚清以来,在中西古今之争中,“侠”的优秀品质和反叛意义再次被

凸现出来,生发出民族主义式的积极价值:“振兴武侠”便是要“挽末世之浇风,召垂丧之英魂”[２９].



揆郑(１８８１－１９４８)有“崇侠”之谓:“投之艰钜,不懈其仔肩,是之谓任;白刃可蹈,而坚持正义,弗丝

毫贬损,又平均之象,隐兆魄而弗见,则起而桝之,是之谓侠”[３０]８８,“儒为专制所深资,侠则专制之劲

敌”[３０]８３.辛亥前后论者在推崇«水浒»“鼓吹武德,提振侠风”的同时,特别赞赏该书“平等而不是泛

滥,自由而恪守范围”的精神,称之为“社会小说”“政治小说”“伦理小说”[２８]８９.显然,古老的侠文化

作为一种“传统”被重新加以阐释和发明,被赋予了现代平等、自由、抗争的含义.
因而,“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才在这个时候成为主导性理念.晚清民国依然有侠的流风余韵,

不过已经发生变化:“有抗击帝国主义入侵的抗外寇之侠;有由于官府迫害铤而走险、反抗社会杀富

济贫的盗侠;有将谋生与行侠相合为一的镖师之侠;有走出国门行侠仗义的域外华人之侠􀆺􀆺而从

事维新、革命活动的革命党之侠则是在尊奉古侠义精神的基础上又加以提升的新质之侠.传统之

侠与新质之侠并存是晚清任侠大潮中所独有的现象,新质之侠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

神,主要致力于救国救民,在侠的历史上是最高境界的侠.”[３１]他们未必是武人豪客,从身体上来说

甚至是瘦小孱弱的,但却秉持了侠的精神.旗籍报人徐剑胆在北京«爱国白话报»第１９６９Ｇ１９８２号

连载的«妓中侠»中,写盐商之子沈羽文赴日留学,却濡染颓废世风,出入花街柳巷,偶遇妓女刘丽

娘,被她的歌声所感染激励:“原来她唱的词儿,并不像中国娼院妓女所唱之淫词,乃是一段爱国歌,
其一云:‘吾爱吾少年,爱吾国,吾爱吾少年,战场杀敌效国.’其二云:‘吾爱吾少年,佩剑辉煌,能向

敢死队里挪.吾爱吾少年,不惜一死报吾国.’沈羽文听在耳内,暗暗点头,叹息不已.”[３２]在这种充

满民族自觉的观念激发中,沈羽文洗心革面,学成归来报国.与革命派的意识形态相结合,武侠文

化再次焕发出新的生机.像汪笑侬(１８５８－１９１８)、英敛之(１８６７－１９２６)等有着维新革命思想的旗

人知识分子,也背叛了八旗文化中那些制度化的道德规训,开始宣扬历史上和现实中那些具有侠义

精神的当代平民义侠.
现实社会中的武技也是如此,武技在清代曾是天地会、白莲教、漕帮、盐帮、哥老会等秘密社会

成员抗衡主流权力的手段,到１９、２０世纪之交对抗帝国主义的背景下被义和团、红灯照象征性地神

化,成了民族主义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义和拳神话的崩溃,瓦解了传统武技的神秘与神圣,在反

对“东亚病夫”的话语中,武技被民族主义话语重塑为“国术”.“国术”超越了作为普通技艺的武术,
而附着了文化怀旧的固守与文化复兴的渴望[３３].这背后可能有着反满革命者本身的秘密社会性

质所带来的提升被压抑文化的必然取向,比如孙中山就曾为了筹措革命资金而成为海外洪门的大

佬;也有着割据地方的军阀势力利用武侠作为弹压地面的中坚力量的现实原因.民间会道门、地下

社会、秘密帮派在历史上起过特定的作用,无论正负影响,均必须结合当时语境去看,未可一概而

论[３４].秘密会党在现代革命中的作用,延伸在后来天地会、哥老会为原型的一系列当代大众文化

的文字影像文本之中,比如金庸的«书剑恩仇录»,方世玉、黄飞鸿系列电影等,成为一种具有原型意

味的文化资源.

四、结　语

诚如韩云波所言:“从游侠历史到武侠小说,最终形成了侠义的文化积淀———民族性中的侠性

心理”[３５]２９７,“要谈侠义的扩大和泛化,首先要站在中国文化的全局来看,尤其是当侠义处于亚文化

地位时,它在与主流文化的碰撞交融中,其内涵和外延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使侠文化变得日益复

杂化和广泛化􀆺􀆺侠义文化在主流文化的‘官Ｇ民’体系之间,它可以弥漫于支流文化的各种形态,
而形成其充分的复杂性”[３５]２９８.旗人的武侠文化由于全民皆兵的制度辐射而形成“尚武”重于“行
侠”的倾向,当然,“侠义”精神中所包含的轻财仗义、慷慨勇毅、惩强扶弱的一面,在不违反官方意识

形态的前提下,也在文学书写中得到了张扬.考察旗人文化与清代以降武侠文化之间的关系,可以

看到族群文化传统、八旗制度的历史遗产所构建的整体性武侠文化走向,这种走向改变了侠文化的

反抗精神,而着力于融合民众与维护现存秩序.随着清中叶后“八旗生计”问题、商业贸易和市民通

俗文艺的繁荣,总体上呈现出“尚武”与“任侠”的双重衰落.作为前现代与现代转折时期的一种历



史文化想象,旗人武侠文化的特质有着映射时代与社会变迁的功能与意义.直到晚清,现代性的转

型使得旗人武侠文化破产,“侠义”精神中对抗强权的一面在文化精英和底层民间获得复兴,武侠文

化的反叛与自主意识也在地下组织、秘密社会的支撑下再一次得到张扬,并与民族主义相结合,构
成了武侠文化的泛化.在晚清民国出现的旗人武侠小说中,武侠文化的倡言者多是并无武技的文

人,与在维新、革命等浪潮中涌现出来的知识分子慕侠、崇侠风气同辙.民众也在这种更多是想象

层面的武侠文化中得以缓解焦虑、抒发豪情、凝聚民族精神,并接受最基本的情感规训和道德教育.
在“武”已经失去实际意义的语境中被传承下来的“侠”,更多地指向一种文化精神,旗人文化的“小
传统”也正是在这个进程中融入“大传统”之中,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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